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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軍事情報現代化
Modernizing Military Intelligence: Playing Catch-up
取材/2016年12月5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China Brief , December 5/2016)

對共軍而言，情報乃是知識。在共軍持續遂行聯合作戰的改革之際，其對

情報機構的要求也將日益增加。然而，共軍情報挑戰不在於概念，而在於

執行的組織架構。

對共軍而言，情報乃是知識，能使決策人員克服下達決策之特定困境。(Source: AP/達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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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
管共軍的新型衛星、陸

基 感 測 器、無 人 飛 行

載具，以及指管體系等經常成

為分析對象，但在統合上述共

軍 軍事情 報體系的能力、概

念及組織間緊張關係的環節

上，卻往往為人所忽略(中國

簡報，2011/2/10；中國簡報，

2014/8/22；中國簡報，5/11)。軍

事情報的作為與組織並不合適

開發這些技術，或是在諸如「系

統體系」(system of systems)

作戰，還是在網路與電磁領域

的資訊戰等嶄新共軍作戰概念

下，提供軍事指揮官所需的支

援(中國簡報，2012/10/5；中國

簡報，2015/4/16)。由於中共的

情報體系成立於1950年代初

期，故此種脫鉤並不會令人感

到意外。中共在2015年宣布的

改革，使共軍組織情報的方式

產生根本變革，最終將使其軍

事組織更趨向於2000年初期所

發展出的中共軍事情報思維。

前總參謀部、陸軍總部及技術

偵察局的深度改革，意味著從

根本認知釐清責任的必要性，

以及自共軍新型裝備所帶來的

大量資訊流。

本文前半部審視情報對共軍

的意義及其定義特徵，後半部

則審視共軍賦予情報的三個角

色：支持決策、支持嚇阻作戰，

以及支持資訊戰。

情報：支持各級決策人員
對共軍而言，情報乃是知識，

能使決策人員克服下達決策之

特定困境―除了側重問題解決

外，該觀點不同於多數西方國

家的定義。1 錢學森博士是一位

曾接受美國訓練的科學家，從

1950年代開始就帶領中共的火

箭計畫，係首位在著作中廣泛運

用中共情報概念的人。錢學森表

示，「情報是解決一個特定問題

所需之知識，其中包含了兩個概

念，其一，情報是知識，不是假

的、亂猜的；另一個呢？它是為

了符合特定要求，也就是為了解

決特定問題，所以即時性和相

關性是非常重要的……。」2 接

受共軍軍官投稿的軍事出版品

與專業資訊科學期刊，也出現

其他定義。例如，共軍贊助研究

的《軍事情報學》(Military In-

formatics)指出，「情報是……為

了解決一個特定問題所需之知

識……，而且其價值取決於對

使用者的實用程度。」由於情報

價值取決於決策人員的需求，

故具備了數項凸顯其功能的特

性。3

這些特性包括目的性、時效

性及保密性。在支持決策人員

的背景下，前兩個特性是顯而

易見的。情報不能亂猜，必須受

到指導，而且應在下達決策前

獲得才有價值。情報之所以必

須具備保密性，係由於其在資

訊戰中受到更廣泛的運用。無

論是攻勢或守勢的情報作戰，

皆發生在一個競爭激烈的領域

中，而成功就是一場零和遊戲。

祕密或謹慎獲取及分發情報，

均有助於確保情報的可靠性與

完整性，所以決策是基於客觀

性且不被外界干擾而扭曲。4

然而，情報最重要特性乃是

對選擇性的需求，這過程包含

從蒐集到最終交付決策人員

的每個步驟。相較於「沙粒」

(grains of sand)法所信奉的模

式，共軍的文件對此相當明確：

在每個步驟中，情報官員必須

針對蒐集內容、驗證事項，以及

努力程度等做出決定。在完成

蒐集後，分析人員必須決定哪

些資訊需要分析，以及接下來

哪些資訊應轉發給決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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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選擇的結果，將會是以不

必要或不相關資訊，增加情報

系統與決策人員的負擔，進而

可能令情報體系癱瘓。中共持

續部署衛星、固定與機動雷達、

空中預警與指管系統，以及數

種各類型的無人飛行載具，大

幅增加送抵共軍總部的資訊數

量。中共研究認為，挑戰在於選

擇性與指揮判斷的問題，而非

美國經常討論的處理問題。換

句話說，資訊超載可經由更好

的教育，以及組建更佳情報工

作與軍事作戰間之關係而獲得

解決。

根據《軍事情報學》及2001

年版的《戰略學》指出，考慮某

方面需求乃是遂行情報工作的

最後一項特色。情報不用經過

挑選的但書是因為情報與指揮

間具備密切關聯性，而這種認

知是受到選擇性與判斷的自然

影響。這與美國情報方法形成

強烈的對比，美國認為客觀、基

於事實的情報支援需要不同的

作戰與情報人員，而情報人員

側重的是敵情。《軍事情報學》

寫到，「軍事情報雖應以蒐集敵

情為最主要工作，但也不應侷

限於敵情(亦應包括某方與相關

在完成情報蒐集後，分析人員必須決定哪些資訊需要分析，以及接下來哪些資訊應轉發給決策人員。(Source: AP/達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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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情況)。」5 2001年版《戰略

學》則指出，在找出某方具體優

勢以對付敵弱點過程中，情報

扮演要角，還能協助判斷威懾

措施以管控情勢升溫。假使對

能力與現行作戰欠缺清晰的理

解，這是不可能做到的。6

共軍在情報或偵察的專門單

位間組織情報。從聯合參謀部

情報局(前身稱為總參二局)一

路往下的情報單位，負責彙編、

分析及分發某種形式的資訊。

這些單位可能也負責某些蒐集

任務，但其主要目的係彙編可適當支援指揮層級

的情報。軍事偵察部隊是最主要的蒐集單位，負

責執行「獲得有關國家安全所需情報的行動。」

技術偵察特指「運用技術裝備或技術手段執行偵

察，」諸如先前與各軍種與軍區相關的技術偵察

局。7 儘管此種區分與共軍在資訊時代對情報的

看法關聯甚少，但卻是理解共軍如何在聯合參謀

部與戰略支援部隊內部重組情報工作的重點。

情報在資訊化世界中的角色
情報可為共軍提供三種基本功能。如前所述，

第一種功能係支援從中央軍事委員會至戰術層級

的所有決策層。情報是一個公認且具價值的軍事

幕僚功能。第二種功能為進行嚇阻與強制，向外

國施加管控中的壓力，而不會觸發戰爭。第三種

功能則是啟動情報在每個層級都能發揮功能的

資訊戰，包括如何了解敵人社會與社會架構，以

及資訊戰各個層面的守則。

首先，情報支援中央軍事委員會層級的戰略決

策，以及戰場的戰術決策。沒有處理情報的一般

參謀編組，共軍就無法在「計算、科學評估及檢

驗」的基礎上運作，也將無法協調其行動以執行

選定好的戰略。自從2013年版戰略學發布以來，

強調戰略情報係戰略藝術與戰略學之必要元素，

這一點至今仍是如此。8 在中央軍事委員會層級，

共軍現代化推動並未對情報活動方式產生實質

影響。然而，在較低層級，感測器與通信兩者的

資訊技術，從根本上形塑了共軍的情報思維。

至少從2001年以來，共軍就一直認為技術感測

器與數位形式情報資料的擴散，將會從情報功能

與組織情報支援方式等兩方面持續改造情報作

業。電子數據儲存與通信使蒐集與分發更為簡

便，也造成情報用戶作業更加複雜化。共軍學者

也指出，地方性資訊化戰爭地點要求情報蒐集具

獲取足夠之情報資訊，對軍隊訓練可達事半功倍之效。(Source: AP/達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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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足夠的彈性，以因應快速變化的情況。9 整合

與分享這些數據乃是「系統體系」作業的核心要

素，以遂行精準打擊及為特定任務打造所需的兵

力模組部隊。(中國簡報，2012/7/6)。

在2000年代初期，共軍預期在現代化、資訊化

狀況下，數項其他相關的情報特性也會產生轉

變。在戰場上進行全面偵察的可能性，將朝更大

的透明度發展。隨著這種透明度的演進，技術先

進感測器提供的契機與脆弱性，也需要更佳的

精準度加以應對。這些因素提升了對速度的重

視，而涉及漫長蒐集、評估與分發的傳統模式將

無法滿足共軍需求。實際上，情報分發必須即時

才能支援指揮官決策下達，並且使射手達成精準

打擊。這些發展的邏輯顯示，共軍應該進行自動

化資訊管理，尤其是在戰術層級。現代化情報可

蒐集的爆炸性資訊，會威脅並壓垮現行的情報程

序，無法單獨且在無輔助的情況下由人工管理。

然而，即時彙編及分發的整合式情報圖像，需要

跨各軍區與軍種的全共軍反應。昔日，各軍種運

用各種硬體與軟體通訊協定，在各個網路上作

業。整合這些不同的系統，乃是成功執行共軍情

報準則必要的第一步。10 

在共軍最近的出版品中，2013年版戰略學力陳

共軍智囊團誤解了情報領域的走向。這些出版品

專注於情報的運用，而非開發任何新的理念。

其次，共軍認為情報乃是嚇阻潛在敵人與遂

行強制外交的要素，這兩者都包含在「威懾」的

中文詞彙中。2001年版戰略學強調，為指導決策

人員，情報必須執行數項工作。第一項是提供對

方決策的系統性理解，包含組織與心理性因素。

如此將有助於制定可使對方產生心理衝擊的行

動。第二項為協助中共領導人依據其所欲達成目

標，拿捏強制或嚇阻措施的正確力道。為避免可

能使情勢升溫的失策，有必要保持該兩項目標的

平衡。第三項為嚇阻措施，係針對「敵人必須挽

救的目標」，以迫使敵人放棄主動、採取守勢行

動，及/或撤離。此種目標標定隱藏某方的弱點。

最後，情報也會針對敵人將如何因應共軍的強制

或嚇阻措施，提供反饋機制，以警告中共決策人

員。正常運作的情報反饋機制可協助北京當局掌

握主動，這是因為情報可使決策人員在對敵使用

透過情報蒐集與分析，共軍能發動更有效之軍事攻擊。

(Source: USAF/Gwendolyn Blak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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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後，能迅速及有信心的因

應由此所引發無可避免的危機

與突發事件。11

第三，就最廣泛的意義而言，

支援嚇阻行動可凸顯出情報支

援資訊戰的全面特性。除了支

援決策人員外，將情報置於該

框架內，使其與祕密武力的創

造與使用產生直接連結。中共

軍事智囊團將情報標記為資

訊戰的四個組成要素之一，另

三個要素為網路戰、政治/心理
現代資訊戰已將情報從附屬角色，轉換成確認追求之作戰與打擊標的主導

角色。(Source: Army National Guard/ Tracy J. Smith)

戰，以及電磁戰。共軍尋求上

述包含情報戰在內的領域，在

決策過程中擁有超越敵人的優

勢，範圍從資訊蒐集到理解、

傳達，以及運用等。由於敵人在

這些領域中的任何一環都極難

偵知，故需要情報勘測敵人的

網絡、社會、感測器，以及情報

組織。審視敵人資訊全貌乃是

資訊戰所有其他要素的必備條

件。因此，誠如《軍事情報學》

所述，現代資訊戰已將情報從

「附屬與保護」角色，轉換成確

認追求之作戰目標與打擊標的

之主導角色。12

情報角色除了影響資訊戰守

則外，資訊戰的戰術與戰略範

圍也對情報現代化需求添加另

一種複雜層面。舉例來說，就

戰術層面而言，心理戰可能旨

在破壞小型部隊的持續戰鬥意

志。然就戰略層面而言，心理戰

就可能旨在轉變敵人對中共的

看法。資訊需要有效地執行，

並不僅止於敵人處理社會功能

的能力與意圖等傳統要求。就

某種意義而言，目前這算是嶄

新的看法。至少自1963年以來，

《共軍政治工作條例》(Politi-

cal Work Regulations for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即敘

明，「調查與研究敵部隊狀況，

帶領旨在瓦解敵部隊工作」的

命令。13 葉征是共軍資訊戰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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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一，更具體解釋該情報蒐集指導，並認為內

容應包含「敵人國情、敵軍目前面臨狀況、本國

軍隊的真實心理狀態，以及其裝備器材的狀態

等。」14

結論
共軍情報思維在過去十五年來的發展極不顯

著，這是因為在許多方面都沒有這個必要。縱使

不進行澈底改革，共軍情報機構還是能夠滿足依

據戰場共享知識，以精準導引彈藥遂行聯合作戰

的持續現代化作為。要求過高的情報任務―支援

各級指揮決策、協助調整嚇阻作戰及指導資訊戰

―顯示共軍情報的挑戰不在於概念，而在於執行

的組織架構。儘管始於2015年11月之最新一輪改革

中，中共聲稱的廣泛變革尚未明朗，但傳出的變革

卻顯示上述情報概念終於可以付諸測試。中共演進

中之軍事情報體系的組織層面，將會是接下來的

重點，以解釋共軍情報概念與組織間的歧異，以

及情報體系將如何在嶄新改革下發生改變。

本文係改編整理自詹姆斯頓基金會「第六屆年度

中共國防暨安全會議」(Sixth Annual China De-

fense and Security Conference)上發表的評論，以

及2016年版《中共演進中之軍事戰略》(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Strategy)乙書中的章節。

作者簡介

Peter Mattis係美國智庫詹姆斯頓基金會的中共安全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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